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世界文学研究, 2025, 13(2), 172-181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2026   

文章引用: 周敏. 论宋代理趣诗兴盛的成因[J]. 世界文学研究, 2025, 13(2): 172-181.  
DOI: 10.12677/wls.2025.132026 

 
 

论宋代理趣诗兴盛的成因 

周  敏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淮北 
 
收稿日期：2025年2月27日；录用日期：2025年4月4日；发布日期：2025年4月16日 

 
 

 
摘  要 

理趣诗作为宋诗的代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宋诗尚理、重趣的审美风尚。这一诗学追求与宋代特有的社

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文章首先对传统诗学术语“志”“情”“理”“趣”的概念进行溯源，分析“理”

与“趣”为何以及如何结合成理趣诗，从宋学文化背景、传承与创新、宋代新的审美思潮三个方面探究

理趣诗在宋代发扬光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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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Song poetry, Li Qu Shi largely reflects the aesthetic trend of valuing reason 
and interest in Song poetry. This poetic pursu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unique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Song Dynasty. This article first traces the concepts of traditional poetic terms 
“zhi”, “qing”, “li”, and “qu”, analyzes why “li” and “qu” are combined into li qu poetry, and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the flourishing of li qu poetry in the Song Dynasty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Song studie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nd the new aesthetic trends of the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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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继“志”与“情”这两个古老而又有活力的诗学概念以后，“理”也逐渐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与批

评的重要准则，“尚理”成为宋代诗歌最鲜明的特点。然在诗歌中言理并不是宋人的首创，宋诗言理之

妙在于它创造性地将“理”与“趣”结合而成的理趣诗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峰，以至于理趣诗成为宋诗的

典型。那么，何为理趣诗？它为何会在宋代发扬光大？这背后的诸多问题值得我们探究与思考。 

2. “志”“情”“趣”“理”概念的溯源 

“言志”与“缘情”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两大基石，宋代之前，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沿着这两大传

统进行创作。《尚书•尧典》最早提出“诗言志”，在西周、两汉礼乐刑政文化背景之下，这一主张被先

秦两汉以来的儒者充分肯定并将其纳入政治教化的轨道，规定“志”的内容为政治、伦理、历史等有关

社会方面的宏大主题，强调“志”的社会内涵和历史关怀，要求“志”必须是雅正、厚重的[1]。“诗言

志”也就意味着诗歌主要用来抒发政治理想抱负，个人情感的抒发常常被忽略。汉儒以“诗言志”来解

读《诗经》，魏晋之际的“建安诗人”创作了大量表达理想抱负的作品，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在这一主张之

下自觉或不自觉的创作表现。然《毛诗序》又云：“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可见在“诗言志”的主张之

外，先秦两汉时期的人们已隐约地察觉到诗歌还有“吟咏情性”的功能，只是在以政治伦理教化为主导

的诗教笼盖之下，这一观念尚弱小、不够明确。直至西晋的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

这一说法为“缘情”之作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涌现出清丽秀婉的南朝民歌、纤细秾丽的齐梁诗歌、

细腻柔软的晚唐五代诗歌等动人的诗歌作品。诗歌不再是为政治、伦理、道德教化的传声工具，而成为

一种可以表达个人情感体验的审美方式。 
“趣”作为传统诗学术语，大约是从唐代以后开始陆续在批评家的论述中出现。它虽不像“志”和

“情”那样在古典诗学批评占主流地位，但它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韵”、“味”、“象”、“意”

等诗学术语共同构成了独一无二的美学观念体系。“趣”的内涵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南宋最权威

的批评家严羽似乎也没办法用明白的语言精准地表达“趣”的含义，只能用“不是什么”而非“是什么”

的表述方式来进一步接近它的涵义：“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

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2]。可见，“趣”无法通过语言明明白白地表

达出来，它更多的指向难以言说的审美层面。周裕锴先生认为，“趣”运用于诗歌批评中，它泛指一种朦

胧的美感效果，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指创作者的审美情趣，一是指诗歌作品的意旨或情味[3]。
宋人创造性地发展了“趣”的涵义，将“趣”这种审美因素与其他因素结合，产生了“天趣”、“奇趣”、

“理趣”等相关词语。这些有关“趣”的合成词的出现，表明宋人对“趣”的认识达到了理论自觉的高

度。 
在传统的诗歌理论术语“志”“情”“趣”之外，宋人特别拈出“理”字，以“理”作为诗歌批评的

重要标准和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理”是宋代文化鲜明的标志。宋代是一个理性的时代，宋人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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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喜欢探讨天地、人生、万物之理，宋代的最重要的学术是理学。那么，何为“理”呢？它又是如何

进入诗歌领域的呢？《说文解字》训“理”为：“理，治玉也。从玉，里声。”它的本意是指加工玉石，

后引申为治理、办理，还引申为一般的纹理，又引申为抽象的道理。随着时代的发展，“理”的内涵也随

之不断地丰富，并且逐渐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譬如文学、历史、政治等等。诗歌作为人类精神

文化的产物，它蕴含着人类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这其中自然包有着理。事实上，《尚书•尧典》中提出

的“诗言志”中的“志”已包含了“理”的一部分，理构成了诗歌的重要内容，“融理入诗”是充实、丰

富诗歌题材内容的重要方式之一，这种方式后来在宋代非常普遍。理不仅可以充当诗歌的内容，还可以

作为评论诗歌的一个标准。据文献记载、前人研究可知，最早以“理”作为诗歌批评准则的是东汉的王

充。此后南齐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次亮出“理”来评判诗歌：“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夸饰》)；
“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丽辞》)。唐皎然在《诗式》提出“诗有七德”，即将“识理”列为首条[4]。
王充、刘勰、皎然皆注意到了理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只是这些主张在他们的时代没有取得太多的关注，

但他们毕竟开了理论风气之先。宋人欧阳修接过他们的旗帜，公开标举“以理评诗”，其《六一诗话》有

云：“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要言之，从创作论出发，“理”构成了诗歌的重要内

容，它包括天理、事理、物理等诸多范畴。从批评论出发，“理”是诗歌评判的重要准则。由此可见，

“理”在诗歌领域的作用之显著。 

3. “理”与“趣”的结合——理趣诗的产生与成熟 

《晋书•列女传》最早将“理”与“趣”组合成“理趣”一词，用来评价刘娥“理趣超然”，由品评

人物延伸至文学批评领域则始于南北朝时期，自两宋起广泛应用于诗文批评。“理”与“趣”这两个不同

范畴的诗学概念的巧妙结合，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诞生了一种新的诗歌类型——理趣诗。理趣诗中

的理趣是指“自然景物与主观感受相感应，以完整的境界有机地契合心中所要表达的道理，两者融合无

间”，简单而言，即“心与境谐，理在景中”[5]。理趣诗不同于一般的哲理诗，哲理诗是将想要表达的

哲理直接了当地说出，往往造成诗中的理与景分离，导致理与景不协调、没有浑融一体，从而也就没有

达到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花中蜜，体匿性存，无恨有味，现象无相，立说无说，

所谓冥合圆显者也”[6]那般水乳交融的境界，理趣诗是哲理诗所达到的最高审美层次；它又不同于之后

南宋一些理学家为宣扬自家思想而用韵文来包装理学思想的理语诗，理语诗虽然读来押韵、朗朗上口，

却枯燥乏味，没有诗的韵味。理趣诗融合了“理”的理性思维与“趣”的审美思维，让读者穿梭于理性与

感性之间，在感受美、享受愉悦的的同时体会到智慧的力量。 
理趣诗的评判准则很严格，审美标准比较高，这就要求创作者拥有深厚的文学素养、高超的创作水

准、超凡的审美能力、极高的心性修养。由于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时代环境的限制等多重因素，理趣

诗在宋代才掀起一股创作热潮，理趣诗也因此成为宋诗的典型。宋代以前，诗歌创作应是在“言志”与

“缘情”两大理论指引之下，虽也出现了不少言理之作，譬如汉末《古诗十九首》抒发了各式各样的人

生之理，东晋玄言诗阐发老庄和佛教哲理……这些言理之作固然阐发了哲理，但没有诗“趣”，真正的

理趣诗实际上少之又少。陶渊明是晋宋以来将“理”与“趣”结合地较为成功的最早的诗人，他的“山气

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7]中已隐然含有几分理趣；之后的谢灵运虽偶有理趣

诗句，但他的大部分山水诗却因景与理的割裂而显得生硬；到了唐代，唐朝开放繁荣的社会环境、对前

朝诗歌抒情经验的继承等多方面原因使得唐诗成为中国古典诗歌抒情的高峰，抒情诗成为唐诗的主流，

理趣诗在唐诗中的占比不足为道。 
由此说来，理趣诗并不产生于宋代，却在宋代发扬光大。究其原因，要植根于宋代特有的社会文化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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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理趣诗何以兴盛于宋？ 

4.1. 宋学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陈植鄂先生在他的著作《北宋文化史述论》中是这么定义宋学的：“宋学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

从横的方面讲，它相当于包括哲学、宗教、政治、文学、艺术、史学以及教育等在内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赵宋一朝之文化；从纵的方面讲，它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 11 世纪初期兴起的一个新流派，一种跨时代

的文化模式[8]。”陈先生从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切入角度来考量宋学，就共时性而言，它是指所有能够

体现宋代文化精神而区别于同时期其他民族文化的宋代哲学、宗教、文学等宋代一朝之文化；就历时性

而言，先宋儒家传统文化发展到宋代，它产生了什么样的新变？形成于宋代的新儒学又与宋代之后的儒

学有何不同？这新变、不同即最能体现宋学的精神。 
不难发现，粗略而言，相比汉、唐以来“传注之博溺心”的训诂之学与“章句之文胜质”的文章之

学，宋儒不再拘泥于一板一眼地经典训诂，也反对过分追求辞章的华丽，而更加注重经典的义理阐发，

这就给予了宋儒极大的思考自由，允许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宋儒的这种注重独立思考、敢于怀疑、勇

于批判、积极创造与开拓的治学精神渗透到宋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形成了宋学敢言能言、善于议论

的精神特征。在此时代氛围之下，宋代的科举、教育、学术、宗教无不体现上述宋学精神。宋代的科举考

试不同于前此唐代的进士以“诗赋”分第等，明经以“帖书”、“墨义”定等级的方式，“诗赋”注重考

察应试者的文采，“帖书”、“墨义”则反映了应试者记诵的能力，两者皆不能体现出考生思考问题的思

维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应变能力。宋代打破了这一传统，北宋时期科举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最大的变

革即是重视策论，注重选拔善于思辨的人才。宋代的教育也比前此的发展更为蓬勃，这主要表现在政府

太学的大量盛建、州县学校的大量兴办；教学方法也开始逐渐以胡瑷的湖州教学法为太学法，以讲述义

理之学为主，从而渐渐取代训诂之学、文章之学。宋代的学术流派此时也异彩纷呈，新学、关学、洛学、

蜀学，各个学术流派时常沟通、交流，尽管它们的学术观点、政治主张各有不同，但它们在探讨义理方

面则是方向一致的。与此同时，宋代的禅宗逐渐开始文字化，往往借助诗歌偈语传达佛理思想。凡此种

种，影响所及，诗歌创作中尚理的倾向也就理所当然了。 
宋儒在摆脱汉唐训诂之习、文章之习以后，能在独研义理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使得义理之学发展

为性理之学，以前人所罕言的心性问题为主要内容。这与自东汉以来佛教传入中国、南北朝时期本土道

教和道家的盛行有很大关系。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家学派争奇斗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之后，儒家文化一直是官方主流文化，深刻影响着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然佛老异教的介

入，挑战了儒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权威，为此，“排佛辟老”成为一些以恢复儒家道统为使命的儒者的

自觉追求。中唐韩愈和宋初以柳开、孙复、石介为代表的复古人士竭力攻击异教思想，但他们所采取的

是“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这些形式上的措施，仍旧摧毁不了佛老的传播。稍后的李觏在《富国策》

中第五首云：“或曰：释老之弊酷，排者多矣。然以修心养真，化人以善，或有益于世，故圣贤相因，重

其改作。今欲驱缁黄而归之，无乃已甚乎？[9]”李觏注意到了佛学真正得人心的地方乃在于儒家此前罕

言的“修心养真”，这一点启发了宋儒。北宋以前，中国近千年的历史上“谈心性”的儒者大约有战国时

期孟子首言的“性善”，荀子倡导的“性恶”，中唐李翱的“性善情恶”。直到北宋中后期，宋儒对心性

的探讨已非常普遍，论心性不再是佛者的专利：王安石首创“性情一也”；张载主张“成之者性，继之者

善也”，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性二元论”；二程认为“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

是自家体贴出来”，以“天理”新概念取代佛者所言的“心性”概念，倡导“性即理也”；朱熹用“心统

性情”说折衷性理与才情的关系。佛学的精华已被吸收殆尽。传统儒学在与佛老异质文化的交融中重新

整合为长于修心养性的宋学而再度复兴，又一次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而这些有关“心性”的主张使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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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充满了具思辨色彩的内省精神，宋人的思维因此较前人更加主体化，更注重从主体角度聚焦天人关

系。 
内省精神波及到文学领域，也引起了诗学思想的变革。“宋学以讲求义理为形式，研究性理为内容”，

[8]性理比义理更近一步，如果说讲究义理仅仅使得宋诗中“尚理”成为普遍倾向，那么探究性理则使宋

诗更富有“理趣”意味。长于内省与思辨的宋代诗人在创作之时更能从自我感受出发，“(欧阳修)将审美

视线拉回到主体……并且(王安石)进一步以理性的高度给情以定位[10]……开拓出从性情的角度作诗，把

表现性情作为写诗的明确尺度”。从原来的古文家诗歌创作的“师古”转向到道学家诗歌创作的“师心”，

“告别了古文家以先贤为标的思维模式”，宋代诗人们(从王安石开始)“建立起切实从性情为尺度的新角

度”。这种抒展性情的方式通常会借助风景来传释，“在应对山水时，普遍有向人生滋味方面探寻的导

引”，即是说诗人在和自然对话时，往往会自觉地调动主体自在的心灵，“从自然中领取主体的人格精

神”，对自然中的理趣进行捕捉，然后借助议论的方式将理趣以诗的形式呈现出来[10]。 

4.2. 师古与创新 

如前所述，理趣诗在先宋就已经产生了萌芽。东晋的玄言诗以阐释老庄及佛教哲理为内容，却因“理

过其辞，淡乎寡味”而遭人所诟。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些被称为“诗史”的诗歌作品，夹叙夹议，借诗歌

中叙述的画面来反映史实，借议论来抒发哲理。古文家韩愈主张以散文的手法来写诗，在诗歌中发挥文

“文以载道”的传统，用散文的手法传达思想，直接启发了宋诗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

点。不论是诗歌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还是宋人有意识地继承，宋人的创造性在于沿前人之流，扬前人

之波，成功地将理趣诗在宋代继续发扬光大，这是时代和历史赐予宋人的机会和选择。 
“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宋代之前，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优

秀诗歌作品，尤其在面对唐代这一诗的国度留下来的丰富的诗歌遗产，宋人该如何面对这一遗产呢？在

唐诗光彩夺目的光环之下暗自神伤？还是汲取前人的营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笃定地前行？显然，宋人

选择了后者，并且突破了前人的封锁，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理趣诗就是它众多成绩中的一个代表。

尚理是理趣诗的必然追求，它与唐代“缘情”之作以抒情为旨趣有很大不同，同时又由于受到宋代文化

的影响，宋代理趣诗中的“理”比前此理趣诗中的理内涵要更加丰富。“趣”也是它与前此诗歌区别的重

要标志。“趣”中有乐的意味，这就使得诗歌从中唐的感伤情绪中逐步走出来。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也

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情感基调在宋代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悲转乐：“把悲哀当

作诗歌的重要主题，只有到了宋朝，才算脱离了这样长久以来的习惯，而开创了一个新局面。[11]”宋代

诗歌中对“乐”的追求，与很多因素有关。首先，它和宋人学道的“乐易”情怀有重要关系，受理学的影

响，宋人普遍追求“圣贤之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脱于个人的名利，不计较于一己之得失。其

次，北宋士风积极、挺健。士人们多数出身于寒门，有着寒门子弟吃苦耐劳、积极向上的优秀品质。同时

又因为宋代“重文”的国策，为士人们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机会。故总体而言，宋代士人心态大多积极、

通达、超越。再次，宋人对诗的心理、政治功能有了进一步认识。北宋前期，宋诗学着重强调诗歌的政治

讽谏功能，欧阳修：“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即是对此创作倾向的真实写照。但此种倾向却可能让诗

歌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由此带来的“诗祸”促使士人进行反思[3]。此外，理学家们注重心性修养、正

心诚意也与士人们的反思相契合。于是，宋人对“诗可以怨”的主张作了修正，诗歌由外在的讽谏收敛

为内在的反省，诗人们以理性的反思替代感性的宣泄，化哀怨为旷达。 
综上所述，如果说宋代理趣诗中的“尚理”倾向是有意与“主情”的唐诗相比肩的话，那么它的“尚

趣”旨向则与先宋自楚辞《离骚》的愤世哀怨、汉末《古诗十九首》无名惆怅、魏晋建安诗人的慷慨悲

凉、中晚唐五代士子的穷愁苦吟所走的感伤之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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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新的审美思潮：以意为主 

据前人研究，中国古典诗学思想的变迁可以归纳为：先秦两汉的“尚志”，建安时期的“尚气”、晋

至盛唐的“尚情”、自中唐开始的“尚意”、宋代的“尚理”[12]。事实上，“尚意”的诗学思想不唯出

现在中唐，“意”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是个很古老很复杂的命题。简单来说，“以意为主”最早由南朝刘宋

的范晔提出，他认为“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13]，范晔以为文章是“情志所托”，

而“意”在文章中占主导，所以可以把“意”看成是“情”与“志”的综合体。晚唐杜牧提出“凡为文以

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14]，杜牧的论述是对文章内容与形式关系的探讨，以为内容即

“意”占主导地位，形式即辞采要服从意的安排。到了宋代，“意”的内涵更加丰富，如前所述，受宋学

内省精神的影响，宋人更多的是从创作主体的角度高度肯定“意”的价值，凡属人意识层面的心理内容

基本均能涵盖进去。 
从宋代思想史可知，宋人主意是伴随着理学的成熟而逐渐兴起的，宋人浸润于理学文化氛围之中，

十分重视自己的心性修养，故他们从创作主体的心理层面来理解“意”的内涵也就不难理解了。弹琴、

绘画、写字、作诗等这些平常日用的艺术活动成为他们体认天理、培养理想人格的一种方式，这些艺术

方式均体现出“尚意”的特征。宋代书法四大家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相继出现，改变书坛上以往的

法度束缚与摹拟风气，他们主张“唯其意之所欲”的创作观念，在书法中融入自己的性情，不受外在形

式的束缚，重视意的表达，让书法成为“意”之载体，以此呈现自己的性情。与书法重视作者性情自然流

露一样，宋代文人画开始兴起，突破以往画工追求形似的画法，重在表现画家的生命体验和心灵境界，

使得绘画摆脱了客观再现而趋于主观表现。宋代士大夫听琴或弹琴，更注重琴外之音，倾心于音乐意境

的深远，他们志在于道而不在乎艺[15]。琴、书、画在宋人日常生活的普及，使宋人的艺术修养得到了提

高，形成了重意的审美风尚，影响了宋代诗歌的创作走向与审美倾向。 
宋人理解的“意”虽偏向主观心理，但它的确比感性地尚“情”多了几分理性与逻辑的因素，于是，

“以意为主”自然可以引导出“尚理”，“尚理”是“以意为主”这一命题自然而然衍生出来的诗学观。

但是，主观的“意”终究还是不同于客观的“理”，“意”的内涵始终还是有点模糊、不够明确。“周敦

颐最早给了意以理趣的定位……而所谓理趣则是对富有宋学人格精神的人格体证，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

情感特征。[10]”理趣诗中的理趣(意)多是诗人人格精神的表达，诗中的景物并不仅仅是对它外形的简单

描绘，而是经过诗人精神洗礼后的景物，是诗人本身性情和人格精神的形象化体现。因此，宋人并不像

前人那样穷形尽相地描摹外物，通过外物的触发来激活读者的感受，而是致力于主体人格的开掘，“通

过和自然的对话实现人格理想的建构”，将自己的性情、人格以及“对人生的体味”投射到自然中，“从

自然中领取主体的人格精神”，在自然中捕捉景物所蕴含的理趣，并在诗歌中通过议论或借助其它文学

手法来阐发，达到如前面所述的“心与境谐，理在景中”的程度。 

5. 宋理趣诗的代表作及其价值 

在上述分析宋代理趣诗兴盛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宋代理学的兴起对于理趣诗的繁荣起着关键作用。

因此，宋理趣诗的创作就不唯是宋代诗人的能事了，理学家也参与其中的创作，并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理

趣诗歌作品。鉴于此，本节借鉴南宋理学家张栻在《庶斋老学丛谈》中将诗分为“诗人之诗”与“学者之

诗”的做法，以理趣诗创作者的身份——文学家、理学家为分类方式，试分别列举宋理学家和宋文学家

的理趣诗作品，以感受其各自作品的艺术魅力并分析它们的不同之处。 

5.1. 理学家之理趣诗 

宋代的理学家写了不少理趣盎然的诗歌作品，相对于文学家的理趣诗，理学家作诗带有明显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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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致知”的目的，有偏重于宣传道德人格的思想倾向。他们由于身份的不同而导致各自创作动机

的不同，进而理趣诗中“理”的内涵也有所不同。具体而言，理学家的理趣诗之理偏重于天理、伦理、性

情与道德，试以与邵雍、张载和理学大师朱熹的理趣诗为代表展开分析。 

《春去吟》(邵雍) [16] 

春去休惊晚，夏来还喜初。 

残芳虽有在，得以绿阴无。 

此诗描写的是春夏之交时诗人的感悟：春日固然明媚灿烂，但对于它的逝也不必忧伤，因为每个季

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美，春天的“残芳”虽然芬芳，但夏日绿荫的清新与阳光同样可人。季节的更替是自

然的规律，春天会过去但是依然会重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只要坦然接受即可，不必患得患失。以

质朴、易懂、流畅的语言传达简单的道理，生动又有趣。 

《芭蕉》(张载) [16] 

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 

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枝。 

格物致知是理学家穷理尽性的方式，张载将“即物穷理”的精神贯彻于诗歌创作中。通过对芭蕉生

长过程的观察，以芭蕉新枝层出不穷地生长，象征人的德行、知识可以随着后天学习与日俱增。全诗一

共运用七个“新”字，寓含“更新、新生”的意味，表明只有不断学习、努力充实内心，才能使自己的内

心明白透彻。这是从自然界的观察中悟出的道理，透露出生机与趣味。 

《春日》(朱熹) [16]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大儒朱熹在这首诗中没有言任何一个“理”，初看此诗似乎也并没有什么理可言，但细细品读以后，

即会发现，诗人于不动声色之中表达了“理”。“泗水”这一地名蕴藏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春秋时期，孔

子曾在泗水边讲过学，故泗水象征着孔子及其孔子的思想。因此，“寻芳”也就不仅仅有“寻春”的含

义，更深一层的意思暗含着“寻找圣人之道”；“一时新”也就不单单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万象更新

之貌，更是指经过“圣人之道”熏陶过后的新的生命体验和思想境界。后两句的寓意是指，平凡之人可

以通过“圣人之道”的洗礼，无限靠近圣人并成为圣人。全诗仅通过“泗水”这一深具文化内涵的地名贯

穿全诗，使得“追寻圣人之道”之理展现在全诗的每个角落，让读者不知不觉间领悟到诗人想表达的道

理。可以说，这首诗有劝人学道、勉人从圣的倾向，但全诗没有说教的意味，道理却通过景物传达出来，

有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感觉。 

5.2. 文学家之理趣诗 

纵观宋代理趣诗，“理”的内涵大约有四层含义：天理、物理、人生哲理、佛禅之理。文学家笔下的

理趣诗中的“理”以后三者居多。 
天理主要是指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王安石的《元日》最具代表性。 

《元日》(王安石) [16]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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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除”寓意着旧的一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即将来临。全诗没有精美的意象、华丽的辞藻，通

过白描展现了一幅迎接新春的热闹画面，在祥和氛围的烘托中传达出辞旧迎新的自然之理。 
物理主要指事物的道理，以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叶绍《游园不值》为代表。 

《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苏轼) [16]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向来最擅长比喻，在这首诗中，它将西湖比作春秋末年越国的美女西施，赋予西湖人的生命力，

并且指出，西湖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一如美女西施无论是淡妆还是浓抹，它总是美丽的、宜人的。在

此贴切生动的比喻中，让读者领悟到美的本质：美不会因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游园不值》(叶绍翁) [16]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诗人想去游园，却因园门久闭而不得。但是他的赏春之心却无丝毫减弱，寻春的热情让他发现园内

的一枝红杏伸展到园外，由此联想到园内满园的春色，感悟到春天的勃勃生机。没有议论，没有比喻，

只是娓娓道来，“关不住”、“出墙来”等一系列动词透露出春的生机和情趣，寓意着春是关不住的，新

生事物总是顽强地发展。 
以自然之理、事物道理最终落实为感悟人生哲理，王安石《登飞来峰》、苏轼《题西林壁》、杨万里

《过松源，晨炊漆公店》等可作为代表。 

《登飞来峰》(王安石) [16]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王安石这首经典理趣诗是他初入仕途，准备实行新政，一展宏图，却受到守旧派阻拦之时写下的。

登上千寻塔，在更高处眺望远方，心胸由此变得更加开阔和豁达，转念一想，不必畏惧那些“浮云”遮挡

住视线，因为自己本身就站在最高处。没有知识储备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领悟到诗中蕴含的真谛。此

诗也是触景生理，后两句明白如话，直抒胸臆，以浮云象征困难险阻，化抽象为具体，生动形象而又有

趣。 

《过松源，晨炊漆公店》(杨万里) [16]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 

政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同苏轼的《题西林壁》一样，此诗也是以议论开篇，并且议论地明白如话：不要说下了岭了就没有

困难了，这样容易让人空欢喜一场，为什么呢？紧接着后两句点明了原因，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启发读

者：就好比一个人进入了一片崇山峻岭之中，攀爬了一座山还有另一座山，走过了一个峰还有另一个峰，

绕过了一道弯还有另一道弯……人生道路总是曲折向前的，只要存在于这个世界中，就会有源源不断、

大大小小的难题等着你去解决，生命不止，奋斗不息。深刻的哲理和生动的比喻融为一体，形象、有趣、

深刻。 
佛禅之理以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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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子由渑池怀旧》(苏轼) [16]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将人生之途比作“飞鸿踏雪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要走向哪里正如“偶然留指爪”一样，不必顾

虑，不必忧心，要学习飞鸿“那复计东西”的心态。诗的前两句受到佛教随缘任运的影响，以此来化解人

生中的外部压力。“雪泥”与“指抓”是此前别人从没有用过的意象，苏轼借助人们的生活经验来发挥想

象，辅助说理。 
通过对比分析以上理学家和文学家的理趣诗歌作品，不难发现，他们的共同特点即，都将自己的人

格精神投射到景物之中，然后再形诸于诗。以特有的文学手法阐发哲理，或比喻，或议论，或拟人，或象

征，或情、景、理交融，将哲理与形象巧妙地融汇为一体，使得抽象无形的哲理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借

具体物象或景象说理而生动有趣，融哲理与诗情为一体。但他们二者在创作倾向与审美追求上又有很大

不同：文学家在理趣诗中表现理想人格的同时，更加重视才情的展示与个性的抒发；理学家的理趣诗创

作可能并不完全出于审美欣赏的态度，他们自始至终遵循的是“格物穷理”的精神[15]，将作诗当成格物

穷理以涵养性情的一种方式，通过不断对理趣诗进行涵咏来陶冶人格。文学家的理趣诗较理学家的理趣

诗数量更庞大，质量更精湛，理趣诗之“理”的内涵也更为丰富，它并不单单涉及伦理性情与道德，而是

包含了平凡日常生活在内的细微道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宋代士大夫通过作诗来涵养性情在当时已经成

为风尚。 

5.3. 宋理趣诗的价值 

有关理趣诗的价值，我们可以试着和理学诗、哲理诗相对比，从而达到凸显理趣诗价值的目的。   
理学诗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理学诗又可叫做理语诗，特指宋代以理学思想为论述对象的诗。

为了传达理学思想，理学学者可围绕某个理学思想为主题进行诗歌创作，使之变成朗朗上口的“语录讲

义之押韵者”，从而徒有“诗之韵律”的外在声音形式，却忽略诗歌自身的艺术特质。理学诗言理，仅一

味在言理，似乎将文“文以载道”的功能移植到诗歌中，使得诗歌缺少诗的韵味。更有甚者，有的理学家

直接鄙弃文学艺术本身的功用，从而进一步认为“作文害道”，认为诗歌只是宣道的工具，使得诗歌沦

为“理障”。这种偏激、片面的态度也是造成理学诗没有长久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柏拉图曾言：“哲学和诗歌，自古有两不相能”的态势，然真正的理趣诗却在哲理和诗歌两方面都

达到了统一。通过前列的宋代理趣诗歌作品，发现它们显然不同于理学诗机械呆板地自顾说理，而同时

兼顾了诗的审美功能、娱乐功能和教育功能，从而达到“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理趣诗让读者首先沉浸

在诗歌美的过程中，之后才让读者回味“美”中蕴含的哲理。这种方式使得诗歌既准确达理又耐人寻味，

也使得读者对“理”的理解与记忆更加深刻。 
许多诗歌作品因为诗歌中有一两句“哲理名言”即被冠名为哲理诗，但它们并不属于理趣诗。王安

石《商鞅》诗云：“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借商鞅变法的例子传达王安石“与民诚信，崇

尚法治”的政治哲理。诗中的哲理显而易见，但只是信笔写来，没有情致，也无辞采，既没有借助物象又

没有融入景象，没有营造出一种诗的意境。仅仅借助议论传达哲理，故严羽《沧浪诗话》云：“近代诸

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2]，批评

宋诗好议论而破坏了诗的美感。因此，真正的理趣诗应该要做到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所说的“理之在

诗，如水中盐、花中蜜”那种理与诗浑然一体的境界。理趣诗中的“理”不一定要非常直观鲜明，却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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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诗中营造的环境与氛围相和谐，有“趣”的审美韵味。 

6. 结语 

综上所列的部分宋代理趣诗代表作，足以窥见理趣诗在宋诗占比之丰厚。宋代理趣诗的兴盛是宋代

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思想等各个方面与先宋累积起来的诗学经验相合力之后产生的水到渠

成的结果，它代表着宋诗突破唐诗的藩篱，展现出独属于宋诗的精神风貌，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又道一

亮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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